
大众传媒的内容丰富之后
� � � 传媒与价值观念之关系的实证研究

潘忠党 � 魏 � 然

内容提要 �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传播内容日趋丰富, 文化的内涵和表现也在发生变

化。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 本文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探究这一问题, 并将

价值观念的变化作为文化变迁的核心, 将传媒视为价值观念变化的伴随因素。在此

基础上, 本文陈述了分别在 1987年和 1995年开展的两个问卷调查的结果。这些结

果显示, 接触多种传媒内容与多员的价值观念相关。除此之外, 这两个调查还说明

在研究传媒与文化的变迁时, 研究者的中心议题随时代的热点而变化, 这本身从一

个局部反映了文化的变化, 通过这两个实证研究, 本文力图显示一条实证地研究传

媒与文化变迁之关系的渠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传播媒介一直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领域及推动力量。

伴随经济的改革, 传播媒介的内容愈来愈丰富, 国产和进口内容鼎立共存, �严肃� 与 �流
行� 娱乐交相呼应, 政策宣传与商业广告互不菲薄, 形成了改革时期多姿多彩的媒介文化。

对于关注传媒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 传媒及其内容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尖锐的理论问

题, 其中之一是传媒内容与我国社会的文化、人民的生活方式、社会行为及心理有什么样的

关系? 在这篇论文中, 我们分析两个不同时期的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 结合传播效果研究的

理论, 试图解答这个问题的一部分, 即人们接触传媒内容的行为与他们的价值观之间存在什

么样的关系?

为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简略回顾有关传媒与价值观之关系的社会科学研究, 以澄清

这个问题的理论和现实的涵义。接着, 我们结合西方大众传播学的理论, 探讨传媒内容的分

类, 建立它们如何影响人们的价值观的假设, 并分析两个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 对这些假设

做出实证的检验。最后, 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 我们将谈谈研究传媒改革与文化变迁之关系

的一些基本问题。

大众传媒与文化变迁

大众传媒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绝非一个理论可以概括。从不同的分析角度, 大众传播学

界就这一个关系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 概括地说, 有 �表现论�, �影响论� 和 �仪式论�。

[ 1] 从 �表现论� 和 �影响论� 的基本观点出发, 我们认为传播媒介既反映当时当地的文化



内涵, 又影响这一文化的内涵。具体到本文的分析领域, 这就是说, 传媒的内容既反映又影

响社会成员的价值观。

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 价值观位居文化的核心。例如,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

在他于 1989年出版的社会学教科书中, 将文化定义为 �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全部生活方
式�。他认为, 文化的组成包括 �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所持有的价值观, 他们所遵循的常规,

以及他们所创造的物质产品。� 吉登斯进一步阐述: �价值观是抽象的观念, 常规是人们应当

遵守的具体原则�, 而物质产品则是创造者的价值观的物化。 [ 2] 显然, 在吉登斯的理论体

系内,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 它决定文化的内涵和特色。其他一些研究价值观的学者们也同

样将价值观念体系作为文化的核心来看待。[ 3]

图一、文化内部关系的描述 [ 4]

美籍华裔学者朱谦博士, 通过分析中

国文化的特色, 试图将价值观的核心地位

更加具体化。他认为, 文化乃个体与他人、

物质和思想之间的关系之总和, 它反映的

是个体的取向。这些关系中的每一个都可

区分为两类, 一类是实际的关系 (如个体

拥有某产品) , 一类是观念上的关系 (如个

体认为拥有这一产品表现了他的社会地

位)。朱谦博士用图一来表述这一文化的概

念。

在图一中, 粗线代表实际的关系, 细

线代表与这一关系相对应的观念或符号关

系。文化的组成包括了所有这些关系以及个体处理这些关系的行为。如果说所谓 �实际关

系� 代表了人们的行为和社会交往, �符号关系� 则代表了这些行为和社会交往所遵循的准

则和规范,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价值观。

学者们指出, 价值观即评判个体行为与目的之标准。个体的价值标准有抽象程度和适用

范围宽窄之分, 它们按照认知统一的原则, 以抽象到具体和广泛到有限的形式组合成层次分

明的价值体系。这一体系内部的不同组合形成个体所特有的基本价值取向。[ 5] 由于价值体

系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研究不同社会的价值体系之不同, 以及一个社会内部价值体系的变

化, 也就成为分析文化的构成及其变迁的重要部分。

那么, 价值观的变化与传播媒介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不很多。一些

宏观层面的实证研究发现, 一个社会价值取向的变迁与该社会的教育水平、物质生活水平、

社会与文化环境的特征等直接有关。这些变迁往往体现在相邻几代或年龄组之间价值体系的

不同。譬如, 通过实证分析来自十多个西方国家的问卷调查数据, 美国学者罗纳德�英格尔

哈特总结道, 以西欧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七十年代经历了一次 �无声的革命�, 社会

的价值取向已经由着重物质生活的富足和稳定, 转向了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 包括言论自

由、参政意识、人与自然的和谐等。他把前者称为 �物质主义� 价值取向, 后者称为 �后物
质主义� 价值取向。[ 6]

美国传播学者桑德拉�波- 罗基奇和她的丈夫, 社会学家密尔顿�罗基奇, 就传媒内容对

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做了专门研究。[ 7] 他们采用一个 �准实验法� 的研究设计, [ 8]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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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区的有线电视网上播放他们专门制作的宣扬 �平等� 等价值观的电视节目, 然后, 比

较收看了这一电视节目的居民与无法收看到这一节目的居民。他们发现, 收看过这一电视节

目的居民更情愿采取实际行动帮助他人, 他们更突出 �平等� 这一价值观在其价值体系中的

位置。波- 罗基奇等人认为, 这些观察足以说明电视媒介具有影响人们价值观念的潜力。他

们还系统地回顾了 22个不同类型的实证研究, 发现其中 95%的实证检验显示传媒接触导致

价值观的变化。

如果说实证观察显示了传媒影响价值观, 那么, 对这一关系, 我们是否有明确的理论根

据呢? 罗基奇认为我们有。他指出, 人们获取或改变价值观的渠道有三条: 第一, 个体通过

自己的生活经历, 内化社会对个体的要求, 发展对这种社会要求和个人的需要的意识, 并从

中提炼出行为的标准; 第二, 个体观察重复出现的行为, 模仿这些行为, 并从中意识到判断

自己所期望的行为的标准; 第三, 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 通过学习与交流, 内化社会的主

导价值观以及社会所期待的行为。由于传播媒介在当代社会无所不在, 它们成为几乎每个社

会成员的生活之一部分, 并不断地通过形象、说服, 表现并阐述社会的主导价值观, 因此,

传播媒介成为社会成员所模仿的行为的源泉之一, 也是社会化的关键动因之一。[ 9] 在功能

主义的分析中, 传媒的这种影响被概括为传媒的告知、关联和延续的社会功能, 也就是社会

整合的作用。[ 10]

以上, 我们从实证观察和理论根据两个方面说明, 传播媒介是影响人们的价值观的重要

力量。下面, 我们更具体地考察我国的传播媒介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三大文化影响及传媒内容

分析传媒内容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 我们在此采取粗线条的分类, 以期能够与我国当代

文化的主要思潮相联系。基于这样的考虑, 我们综合原生产地、文化根源和价值观的基本取

向, 将丰富多彩的传媒内容区分为四类: 国产的以宣传党的路线和政府政策为主体的内容,

如新闻、评论及宣传性娱乐; 国产的以传统艺术形式为主体的娱乐节目, 如戏曲、传统歌

舞、绘画及文学作品; 进口的娱乐内容, 如进口的电影、电视剧、音乐、体育竞技等; 以及

反映和刺激消费行为的各种商业信息和营销内容。自然, 如德国社会学巨匠韦伯所说, 这里

的划分只是构造 �理想型� 的理论活动。[ 11] 这一理论分类为后面的分析提供了一个起点,

它并不能使我们将不同的传媒内容完美地置于其中的某个类别。

这种粗线条的划分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即它们不同程度地表现了活跃于我国当代社会的

三大文化和思想趋势。美国社会学家马丁�怀特指出, 从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表现分析, 三种

文化影响的交织形成了当代中国的文化景观。 [ 12] 它们是,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

文化, 占主导地位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当代西方文化。思想文化界的这三大块凝聚了

我国当前最活跃的三大历史与社会力量。首先, 我国传统文化延绵不绝, 渗透于人民的日常

生活和文化表现之中。其次,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溶汇了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份, 代表

了我国本世纪以来的革命传统, 凝聚了本世纪以来我国思想意识发展的历程。 [ 13] 第三,

西方思潮和文化在我国当代社会的存在, 则反映了我国本世纪以来开放门户、受西方列强入

侵及改革开放后与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这一蜿蜒曲折的历史过程。改革过程中, 通过学术和

通俗文化的交流, 通过日益密切的经济交往, 以及在消费市场的日常交往, 外来的文化表现

和生活方式得以渗入, 先后时尚的学派如 �存在主义� 和 �后现代主义�, 以及如雨后春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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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涌起的酒吧和咖啡厅, 都是外来文化渗入的具体例证。

当然, 我们不能将文化的发展简化为由媒介推动文化或文化决定媒介内容的因果关系,

但是, 以下三点可以成为我们探讨媒介与文化之关系的基础:

第一, 不同思潮和文化意识在传媒内容中体现出来, 这一点可以从包公、迈克尔�乔丹
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为我国电视人物这一点略见一斑。

第二, 不同类型的媒介内容通过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而得以实现。这一点的理论根据是

西方传播学中有关选择性接触和媒介使用与满足的论述。 [ 14] 对媒介内容的选择性接触,

反映了受众自身的思想和文化取向, 也表现了受众对媒介内容的文化和思想取向的认识。

第三, 选择性接触媒介的基点可以是内容, 可以是形式, 也可以是二者的结合。选择接

触是相对而言的, 也就是说, 有人接触某类媒介内容或形式比其他人更多一些。同样, 人与

人之间对于某一价值观所持的态度不同也是相对的。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两种相对的不同是

否具有统计上的相关, 并且, 这种统计上的相关是否具有理论意义。

根据以上的理论阐述, 我们转向实证研究的部分。本文先分别报告两个问卷调查数据的

分析结果。它们是不同时期、不同地点, 为不同目的而展开的问卷调查。在这里, 我们系统

分析其中关系到媒介接触和价值观的部分数据, 以探讨这两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实证关系。

上海调查: 传统与进口传媒内容的区别 [ 15]

1. 研究背景

我们报告的第一个问卷调查于 1987年在上海地区展开。十年已经过去了, 可是, 其中

显示出的一些实证关系, 对于我们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媒介与文化价值的变迁之关系仍然有着

重要意义。也许我们应当记住, 在八十年代, 我国思想文化界最为引人注目的冲突源于西方

思想和文化表现形式的进入。

我们在此专门挑选了规范社会关系的价值观, 探讨它们与传媒接触的关系, 原因之一是

我国传统上在这些方面有比较明确的价值观。这里的社会关系包括了男女、家庭, 以及与其

他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 这里所考察的价值观就是人们处理这些关系时所采纳的评判准则。

媒介内容的

文化趋势 �

履行家

庭职责

婚恋自

由选择

个人及

时享乐

公共社

区参与

马列主义 + + - +

传统文化 + - - -

西方文化 - + + -

图二. 媒介内容与价值观的假设

具体来讲, 我们选择了以下四个方面的价值观测量: 家庭关系, 婚恋选择, 个人享乐和

社区参与。这四个方面表面看去互不相干, 但他们却涵盖了一个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关

系。同时, 我们似乎也可以从文献和我们的常识中发掘出传统中国与西方文化在这四方面的

很多不同, 并据此推导出不同类型的传媒内容之影响的假设。譬如, 美籍华裔人类学家弗朗

西斯�许指出, [ 16] 中国人传统上强调家庭和家族的职责与义务, 美国人传统上强调个人的

自由与权利。由于这一基础的不同, 中国人更注重对家庭与社会的奉献, 美国人更注重个人

幸福的追求; 中国人选择配偶时更强调功利的效应, 美国人更强调浪漫的感情。美国社会学

家荷伯特�甘斯更进一步指出, 美国社会的核心意识形态是个人主义, �即对于个人自由和个
人对自然的控制的追求。� [ 17] 在深层结构上,

我们在此考察的四个方面的价值观可以说由

�个人主义� 这一主线所联系, 只是, 西方文化

落在肯定的一端, 而传统中国文化落在了否定

的一端。

我们可以根据以上的理论探讨, 推导出几

个关于媒介内容与价值观的假设。我们用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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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这些假设, 其中负号表示负相关 (如, 接触西方文化主导的媒介内容愈多, 履行家庭职

责的价值观愈弱) , 正号表示正相关 (如, 接触传统文化主导的媒介内容愈多, 履行家庭职

责的价值观愈强)。[ 18]

2. 数据搜集

表一、媒介使用测量的均值、标准差和信度数

( n�1979)

测量名称 平均值2 标准差 信度3

1. 国内新闻接触指标 3�15 0�72 0�71

收听中央台的新闻广播 3�38 0�88

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 3�34 0�88

阅读报纸上的国内新闻 3�11 0�94

阅读报纸上的本地新闻 2�83 0�99

2. 国际新闻接触指标 2�93 0�96 R= 0�48

收看中央电视台国际新闻 2�68 1�18

阅读报纸上的国际新闻 2�93 0�99

3. 娱乐内容接触指标 2�49 0�97 0�68

观看电视演播的中国电影 2�89 0�96

收听广播中的曲艺和戏曲 2�26 1�30

节目

观看电视演播的戏曲节目 2�19 1�29

4. 进口娱乐接触指标 2�66 1�36 0�75

观看西方电影4 4�91 3�18

收看电视演播的外国电影 2�65 1�16

收听电台演播的西方音乐 1�68 1�34

收看电视演播的西方舞蹈 1�39 1�18

注: 1. 计算时没有包括每一测量中有缺失的样本单位, 因此

各测量的实际样本单位不一。

2. 除观看西方电影外, 所有测量使用了五点量表, 即 4=

经常, 3= 一些, 2= 不常, 1= 很少, 0= 没有。

3. 信度是Cronbach� s � �  ! �。由于国际新闻接触只

有两个测量, 仅用皮尔逊相关系数表示。

4. 此项测量为两个问题的乘积, 测量尺度为 1 至 14。在

构成综合指数时, 这一测量被转换成采用其他测量同

等的量表。

问卷调查由上海复旦大学当时的新闻系执行。样本通过多级分层随机抽样法在上海市及

其郊区县抽取。研究者们从上海市

的 12个区、两个郊区镇和青埔县的

20个村随机抽选了 2000名 18至 65

岁的个人。问卷经过国际传播学、

人类学和社会学各方面的专家帮助

和实地预测设计而成。受访者以小

组的形式来到附近小学的教室, 当

场填答书面的问卷。

几乎所有在本文中使用的有关

媒介接触的问题都采用了五点量表,

表示被访者对某一类内容的接触频

率, 编码时把 � 0� 定为 � 没有接

触�, � 4� 定为 �接触很多�。唯一
的例外是观看西方电影的频率。这

一测量依据两个问题, 其中一个是,

�你多久看一次电影�, 量表的编码
是 � 1� 等于 �从来不看�, � 2� 等

于 �每年看两次�, 直至 � 7� 等于

�每周一次�。另一个问题是, �你喜

欢国产电影还是进口电影?� 喜欢国
产影片编码为 � 1�, 喜欢进口影片

编码为 � 2�。我们用这两个测量之

乘积作为对进口电影接触程度的测

量。

我们用 � 证实因子分析法� 分

析这些媒介接触的测量之间的相关

关系, [ 19] 确认了四个因子, 它们

分别为接触 ( 1) 国内新闻, ( 2) 国

际新闻, ( 3) 传统娱乐, ( 4) 西方

娱乐。[ 20] 表一显示的是这四个因

子的构成及其描述性统计和信度测

量。这一分析确定了这四个因子作

为媒介接触的测量具有可以接受的

信度, 同时, 它们也具有实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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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区分性, 即被访者们对于这四类内容确有不同程度的接触。

对于价值观的测量更为复杂。由于价值观是抽象的概念, 研究者们采用了选择具体行为

的测量方法, 用 �是�、�否�, 或 �不一定� 来反映这些选择背后的价值观。这种测量方法

与美国社会学家罗基奇的方法不同。罗氏采用各由 18项组成的两组价值观陈述, 要求被访

者在每一组中将 18项价值观陈述按重要程度排序。[ 21] 罗氏的方法对于首次接触问卷调查

的上海被访者来说过于困难, 无法执行。上海调查采取的方法适应被访者的实际情况, 又反

映了 �选择� 体现价值观这一理论原则。在本文的研究中, 我们将 �是� 编码为 � 1�, 其他
两项选择编码为 � 0�, 然后按照上述四个方面的价值观, 将 17个价值观问题分类, 每一类

的问题相加, 形成四个价值观的综合测量。这四个综合变量的构成分别是:

履行家庭职责: 夫妻不和应当离婚 (分别在有孩子和没有孩子的情况下) , 已婚夫妇应

当和父母同住, 成年子女应当照顾年老父母。这一指数信度较低 (�= 0�37) , 反映了这些选

择所牵涉的因素复杂。信度低的后果是我们会低估这一指数与其他变量的关系。

婚恋自由选择: 爱情是择偶的唯一标准, 相爱男女可以未婚同居, 允许子女有不只一个

男 (女) 朋友 (分别问对儿子怎么看, 对女儿怎么看)。对这些问题持肯定态度的人数较少,

由它们组成的指数信度较好 (�= 0�56)。

个人及时享乐: 宁愿退休而不愿继续工作, 宁愿生活愉快而不是贡献社会, 及时行乐而

不是事业有成。这些测量组成了信度较好的指数 (�= 0�54)。

社区参与愿望: 关心本地发展问题, 经常参与讨论邻里遇到的问题, 曾想到为邻里做点

事, 如果被选入居委会, 那么愿意接受 (�= 0�53)。

我们还采用了其他一些变量, 包括家庭收入、被访者教育程度、居住地点 (乡村、城

镇、市区)、父母的教育程度、家庭现代化电器拥有种类的量, 以及年龄和性别。这些变量

不在我们理论解释的范畴, 但是它们会影响我们对于媒介接触影响的估测和解释, 因此, 在

分析中, 我们将它们作为 �控制变量�, 即先行排除它们对于价值观的影响。在后面表述和

解释结果时, 为简洁起见, 我们没有将这些变量的回归系数列出来。

3� 结果
表二显示的是四个媒介接触变量与每一个价值观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这里, 我们用了三

种表述方法: ( 1) 媒介接触变量与价值观变量之间的双向相关关系, ( 2) 四个媒介接触变量

在同一个多元回归方程式中各自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 3) 排除了 �控制变量� 影响之后,

媒介接触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第一种表述采用的是皮尔逊相关系数, 显示每一媒介变量与

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的 �毛值�, 即其中还掺杂了其他因素的影响。第二与第三种表述采用了

标准回归系数, 不同的是, 在第二种表述中, 媒介接触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还有可能掺杂了

其他非媒介因素的影响。第三种表述可以说是我们在本研究的范围内能够得到的媒介接触与

价值观之间的 �净值�, 因为其他因素的影响已经被排除。

从表二我们可以看出, 不同程度的传媒内容接触与价值观有着统计上的显著关系。这种

关系, 如果用 R2 � � � 即价值观中可解释变异值的百分比 � � � 来衡量, 总体来说达 5�8%到

11�8% (表二的第二列) ,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于那些 �控制变量� 在起作用。排除了控制
变量的影响之后, 净剩的相关强度可以表述为可解释价值观中 1�9%到 5�7%的变异值。就

量而言, 这种程度的媒介影响与美国媒介影响研究所发现的程度大致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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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媒介内容接触与价值观的关系 ( n= 1862)

相关系数 媒介模型2 完整模型3

1� � 因变量: 履行家庭职责

国内新闻 -�04 -�03 �01

国际新闻 -�11* * �03 �06

传统娱乐 �22* * �18* * �09* *

进口娱乐 -�29* * -�28* * -�13* *

R
2
方增值 ( % ) 11�3* *

1�9* *

2� � 因变量: 婚恋自由选择

国内新闻 -�05 -�07 -�06

国际新闻 �03 -�01 -�02

传统娱乐 -�17* * -�14* * -�11* *

进口娱乐 �19* * �18* * �13* *

R
2
方增值 ( % ) 5�8* *

2�5* *

3� � 因变量: 个人及时享乐

国内新闻 -�15
* *

-�16
* *

-�14
* *

国际新闻 -�06* -�08* -�09*

传统娱乐 -�11* -�05 -�03

进口娱乐 �26* * �31* * �20* *

R
2
方增值 ( % ) 11�8* *

5�7* *

4� � 因变量: 社区参与愿望

国内新闻 �13* * �12* * �16* *

国际新闻 �05 �03 �06

传统娱乐 �20* * �17* * �08*

进口娱乐 -�13* * -�14* * �00

R2 方增值 ( % ) 6�6* * 4�8* *

注: 1� 计算时没有包括任何一项中有缺失的样本单位。

2� 此栏陈列的是标准回归系数, 回归模型中只包括了四项媒介接触指

数为自变量, 因此称 � 媒介模型�。

3� 此栏陈列的是标准回归系数, 回归模型中不仅包括了这四项媒介接

触指数, 还包括了居住地、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父母教育程

度 , 家庭收入、电器拥有数等为自变量。由于所包括自变量相对完

整 , 因此称完整模型。

* 显著度 p < 01; * * 显著度 p < �001�

� � 我们现在具体考察每一个媒介接触变量与价值观的关系。从表二的第一列, 我们可以看

到, 经常接触传统娱乐内容与履行家庭职责的愿望和社区参与意识正相关, 与婚恋自由和个

人及时享乐的强调程度负

相关。当我们将所有这些

媒介变量一起考虑 (第二

列) 时, 除了个人及时享

乐之外, 媒介与其他三个

价值观的关系保持了统计

上的显著度。当我们排除

这些关系中其他因素的影

响后 (第三列) , 原有的

相关仍然显著, 虽然强度

上有所减弱。

相比较而言, 经常接

触进口的媒介娱乐内容与

这些价值观正好有相反的

相关关系, 而且这种相关

的程度较接触传统媒介内

容要强。除了社区参与之

外, 与经常接触媒介的进

口娱乐节目相对应的是履

行家庭职责的愿望降低,

婚恋自由选择和个人及时

享乐的愿望增强。

从表二我们还可以看

到, 在一定程度上, 经常

接触新闻内容, 尤其是国

内新闻, 会在一定程度上

减弱接触进口娱乐的影

响。与经常接触国内新闻

相对应的是个人及时享乐

愿望的降低, 社区参与愿

望的增强。

需要强调的是, 这些

关系并不能由被访者的受

教育水平、年龄、性别、

居住地等变量解释, 原因

在于, 在第三列的表述

中, 我们已经通过多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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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的分析法, 排除了这些变量对价值观的影响。我们在此所显示的是传媒内容接触在其他变

量具有相同值的情况所具有的影响。

如何解释这些结果呢? 首先, 正如我们在前一节所分析的, 不同类别的传媒内容确实具

有不同的价值取向, 它们之间的区分是有实证基础的。其次, 这些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传媒

内容吸引不同的受众, 并可能影响他们的价值取向。正如我们通过表一所显示的, 不同价值

取向的媒介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有的互相抵触, 有的互相联合, 正是这种动态构成了当代我国

思想文化界丰富多彩的形态, 也提出了建设我国当代文化的课题。

虽然由于我们分析的是横断型 ( cross-sect ional) 数据, 无法确凿地断定接触媒介内容与

价值观之间孰因孰果, 但是, 它们之间的显著关系却不能不注意。理论上来讲, 两者之间的

关系极有可能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些持有一定价值取向的受众更容易为表现这一取向的传媒

内容所吸引, 更容易接受这些内容所表述的思想; 经常接触这些内容会更固化或强化这部分

受众的价值取向。对于那些接触多种传媒内容的受众来说, 他们面临不同的价值取向, 必须

综合来自其他渠道的体验和信息, 确定自己的价值选择。这些理论的推理需要进一步的实证

检验。

两大城市调查: 广告与消费文化价值

1� 概述
前一个调查显示的是八十年代后期我国最为显著的文化议题: 中西文化通过传媒内容与

人们的价值观念如何相关。我们现在来看 1995年在北京和上海同时展开的问卷调查。此时,

我国最为显著的文化议题可以说是消费意识的觉醒以及消费文化的形成。这与传播媒介不能

说没有关系。

进入九十年代, 我国广告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集中反映了我国消费市场的迅速成长

和大众传媒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据学者们的研究显示, 1995年我国广告总经营额达

到了 273亿元, 在 1992到 1995 这四年间, 平均每年递增 70%。同时, 广告种类也在发生

重大变化, 广告恢复初期的非消费品为主导的格局已经改变, 消费品广告在 1995年已占当

年广告总额的 52�5%。如果包括占总额 32�6%的服务业和分类广告, 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

切相关的广告经营额超过了 85%, 充分显示了消费活动在我国经济中的突出地位。而北京

和上海则是我国最大的广告市场。[ 22]

与此同时, 我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重大变化。首先, 人民的消费水平大大提

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1994年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774�74亿元, 北京市达 667

亿元。1994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达人均 3965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从 1991年起每年递增

6�7%。同时, 人民消费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 吃、穿、住等基本用品消费比例逐年下降, 选

择性消费支出的比例上升, 人们从追求量的满足转向追求质量和精度。 [ 23] 其次, 城市居民

的闲暇时间大大增加, 各种商业娱乐和闲暇活动场所在各大城市纷纷建立。有学者将我国城市

居民的闲暇活动予以概括, 认为其特点包括了商业化、西方化、个人化、多元化和非政治化。

[24] 显然, 消费行为的扩展为我国当代文化的内涵增加了新的因素, 这不仅包括行为的变化,

而且必然包括消费价值观的形成。那么, 有哪些价值观在构成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意识? 传播

媒介在这当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根据我们的观察和以上的分析, 我们认为, 三个方面的价值观

突出体现了我国城市居民当前消费意识的特点: 显示时尚和地位的消费追求, 注重个体内心

的觉醒和感受的消费追求和对于西方生活方式的崇尚。我们认为, 广告在宣传产品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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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衷显型消费 个人价值实现 西化生活方式

媒介广告接触 + + +

消费型刊物接触 + + +

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意识, 也宣扬了这些方面的价值观。另外, 与新闻媒介相比, 很多杂志更

为依赖零售市场而生存, 其

内容也更多地偏重消费行为

和消费意识。因此, 与接触

其他媒介内容相比, 广告接

触和杂志阅读会与这些消费价值观念有更密切的关系。据此, 我们提出以下一些假设以引导

数据分析:

2� 数据搜集
我们所分析的数据来自北京广播学院市场信息研究所 ( IM I) 于 1995年在北京和上海

展开的问卷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为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在每一个城市, 调查者们通过多

级分层随机抽样法抽选了 1000多名 12至 60岁的城市居民。调查员抵达先行抽选的居委会,

根据事先确定的抽样方案, 选定被访者。被访者自己填答书面问卷, 交回给调查员。北京的

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1016份, 上海 998份。[ 25]

首先, 我们从大量的问题中选择了 21个问题作为消费价值观的测量。这些问题都反映

了被访者对于某些消费价值观的态度和选择, 满足 �表层效度� 的要求。 [ 26] 我们根据前

面确认的三个方面, 运用证实因子分析法, 分析了这些测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结果陈列于表

三。

通过表三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 �三因子� 模型基本符合数据。由于数据中含
有较大的随机因素和多元非正态分布, [ 27] 因此因子分析的模型无法理想地符合数据。这

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关键的问题, 因为我们只是要检测是否可以运用这 21个测量得到三个相

对整齐的因子, 这三个因子的构成是否具有总体上的表层效度。表三显示的结果满足这两个

标准, 同时, 这三个因子相互之间有较强的关联, 反映出它们属于同一个总的领域, 即消费

意识。这一结果也与我们前面的理论分析相符。另外, 我们还用同样的方法, 分别分析了北

京和上海的数据, 并通过 �巢居模型检验� 的程序, [ 28] 检验两城市具有完全一致的因子

结构这一假设。结果显示, 两个城市没有因子结构方面的差别, 而只有个别题项在因子系数

的量上有差别。这种城市之间因子结构的吻合, 说明我们在此建构的因子模型具有实证的稳

定性, 在很大意义上奠定了由此构筑的三个综合变量的实证效度。

我们从数据中还构筑了 5个媒介接触的变量, 其中三个是一般媒介接触变量。

报纸阅读指数: 两个调查运用了表格形式, 提供了共 42份报纸, 要求被访者回答每周

内有几天阅读其中的每一份。我们选取了阅读人数最多的前五份报纸, 将它们的阅读频数相

加, 构成这一指数。

杂志阅读指数: 杂志阅读的测量采取了类似方法。调查者提供给被访者 25 份杂志, 要

求被访者用五点量表 ( 1= 从不, 2= 很少, 3= 有时, 4= 经常, 5= 每期都读) 测量自己阅

读其中每一份的频率。在每一城市, 我们选择了 5个阅读人数最多的杂志, 将其结果相加,

构成这一指数。

电视收看指数: 调查者采用了表格的形式, 要求被访者报告他们在一典型工作日或周末

的每一天是否收看某一时间段的电视节目。我们将被访者在黄金时段 (晚间 7 点到 10 点)

和周末每小时收看电视与否相加 ( 1= 收看, 0= 不收看) , 构成了电视收看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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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 我们还建构了两个广告接触的测量。调查中, 研究者要求被访者选择五项最喜欢的

媒介内容。问卷提供了 49项不同的内容, 其中30项关于报纸和杂志的内容, 19项关于电视

的内容。在这 49项中, 其中两项是 �广告� 和 �分类广告�。如果被访者将广告或分类广告

表三、消费价值观念测量的因子分析 ( n= 1796)

显型消费 自我实现 西方生活 R2

在别人眼里, 我是个时髦的人 �53 �28

我喜欢追求流行, 时髦与流行的东西 �63 �40

我刻意打扮是为发挥自己的个性 �38 �12 �19

流行与实用之间我比较看重流行 �38 �15

享受优雅的讲究打扮 �31 �23 �19

希望过有个性、流行时髦的休闲生活 �44 �22 �30

我很注意流行的趋势 �53 �28

希望过非常浪漫的生活 �45 �24 �20

人生本来就应时常冒险去接受挑战 �50 �25

我对自己的成就寄很大希望 �37 �13

我希望自己成为有独特风格的人 �43 �18

不管做什么, 只要我喜欢, 便是享受 �35 �12

希望住在能发挥个性的住宅 �43 �18

为享受休闲, 多花点钱也是值得的 �46 �22

吸引异性的注目是我很喜欢的感觉 �27 �25 �18

与朋友在一起, 更能放纵自己及享受乐趣 �43 �18

我向往欧美等先进国家的生活方式 �51 �26

我偏好西方的艺术文化 �36 �13

纵使价钱贵些我还是喜欢买外国产品 �36 �13

当我使用外国产品时, 心里多少有满足感 �27 �07

因子间的相关系数

� 自我实现 �32

� 西方模式 �58 �52

模型符合度测量: 卡方= 529�52, 自由度= 174, X2/ df= 3�03, GFI= �97, RMR= �03

注: 所有的因子系数皆达到了 p < � 01的显著度。空格显示因子系数已经被限制为 � 0�。为简洁起见,

测量误差以及个别误差之间的相关没有显示于此。所有问题的量表皆为五点, 1= 非常不同意, 2=

不同意, 3= 无所谓,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列为五项最喜欢的媒介内容之一, 他 (她) 就在 �选择性广告接触� 测量上得到 1分, 否则

得 � 0� 分。另外, 研究者还询问被访者是否见到过一些户外广告, 被访者需要对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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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种不同场合的户外广告回答 �是� 或 �否�。所有 �是� 的答案被编码为 � 1� 之后被相

加, 构成 �户外广告接触� 指数。

我们还选择了一些基本的人口和社会变量作为 �控制变量�, 以排除非媒介因素与消费

价值观的关系。这些变量包括: 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是否已婚、职业、每月收入、每月

消费额、电视机拥有数目、家中是否装了有线电视和居住城市 (北京或上海)。

表四、媒介接触与消费价值观的关系 ( n= 1796)

显型消费 个人价值实现 西方生活方式

一般媒介接触

� 报纸阅读频率 -�03 �06* * -�02

� 杂志阅读频率 �16
* * �14

* * �12
* *

� 电视收看频率 �01 �00 �01

� R2增值 ( %) �88* * 1�10* * �54* *

广告接触

� 选择性接触广告 �02 �01 �04*

� 户外广告接触 �07* * �05 �09* *

� R2增值 ( %) �47* * �24 �96* *

� 注: 表中显示的是标准回归系数。R2增值表示的是所有控制变量

所解释的价值观中的变异值被排除之外, 该组变量所解释的

变异值的百分比。广告变量组的 R
2
增值还包括了排除三个一

般性媒介接触的影响。任何一个变量中有缺省值的样本单位

已被排除在外。

� � * p � � 05; * * p � � 01�

� � 3� 结果
表四陈列了多元回归分析

的结果。在这些多元回归的模

型中, 我们包括了上述 9 个人

口和社会变量以及 5 个媒介变

量。在这里, 为简洁起见, 我

们只陈列了与这 5 个媒介接触

变量有关的系数。

总体来看, 媒介接触与消

费价值观确有统计意义上的显

著关系。三个一般性的媒介接

触变量可以解释消费价值观中

0�54%到 1�1%的变异值, 两个

广告接触变量也与三个价值观

变量中的两个有显著关系, 分

别解释它们中 0�47%到 0�96%

的变异值。

再细看回归系数, 我们发

现, 我们的假设基本得到佐证。

经常阅读杂志的人相对会有较强的显型消费欲望, 更加强调通过消费实现个人的价值, 也更

加崇尚西方的生活方式。同样地, 经常接触户外广告与相对较强的显型消费欲望和崇尚西方

生活方式相关。选择性接触媒介广告在这里只显示出与崇尚西方生活方式有显著关系。

这些关系虽然统计意义上显著, 但是实际意义却显得很小。与我们前面所显示的媒介接

触解释价值观中 2%到 5�7%的变异值相比, 这些结果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是, 问题未必

这么简单。

首先, 广告接触与新闻或娱乐内容的接触是完全不同的行为。接触新闻与娱乐内容往往

是个人有意识选择的行为, 往往每次消耗相对较大块时间, 而且需要受众比较集中的注意

力。相比较而言, 广告篇幅或时间很短, 接触广告往往因此很零散; 同时, 由于广告的刊播

方法, 人们接触广告更多地采取无意识地 �撞上了� 的形式。由于这些原因, 比较准确地测

量广告的接触相对困难很多, 如果我们需要纯净的接触广告 (即不包括其他媒介内容) 的测

量, 那么就更困难了。这里所显示的较弱的关系, 与这一点有直接的关系。

其次, 由于 IMI 调查问卷很长, 问题很多, 排版形式相对比较复杂, 很可能影响到被

访者填答的准确性。缺乏我们所期望的准确性, 反映在测量上就是缺乏足够的信度, 缺乏足

够的信度就会造成较低的相关程度的估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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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文化与传媒关系的实证研究

我们在这篇论文中探讨了传播媒介丰富的内容和一些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我们分析了

在不同历史时期搜集的问卷调查的数据, 以实证资料来探测这种关系。这两个相距八年的问

卷调查, 考察的是不同的领域, 反映了各自时期的历史背景。在八十年代后期, 我国社会科

学工作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是传统文化与引进文化之间的关系, 而在九十年代中期, 吸引人们

注意的热点问题是消费者群体的形成、消费文化的发展。两个调查的结果都显示, 接触不同

的媒介内容与不同的价值观相关。如果将这些结果上升到社会整体的高度, 它们的涵义是,

媒介内容的丰富与价值观的多元同步而行。

如果将本文的结果放在传媒与文化发展这个大框架内, 我们面临的就是本文在开头提出

的问题: 传媒内容的丰富与我国当代文化发展有什么样的关系? 不可否认,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传媒内容日益丰富。与此相适应,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各种文化形式的行为、礼

仪、活动也交叉并存。譬如, 报刊和广播电视载有大量的介绍外面世界的内容, 小到辛普森

杀妻案, 大到美国大选, 构成了全方位面向世界的开放景观。同时, 传统文化中的地方戏

曲、拜神或拜祖宗的仪式等也相当兴旺, 有些传统礼仪和传统艺术在媒介中也有显著地位。

所有这些, 构成我国丰富多彩的媒介和通俗文化。根据我们的结果所显示的逻辑, 传媒在表

现和推动这些文化形式与内容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 我们必然面临考察传媒如何成为推

动我国文化建设的正面力量这个议题。

这是个关系文化发展 �大势� 的议题。这个议题为传播研究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我们

是否能够在理论上揭示媒介与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 如何将这种理论分析根基于实证的观

察? 我们在这篇论文迈出的仅是一小步。我们的目的不是就媒介如何促进文化的发展提出建

议, 因为我们对这两者的关系尚缺乏建立于实证基础上的理解。我们在此不仅希望与学者们

共享一些实证研究的结果, 而且希望提出一条实证地考察传媒与文化的研究渠道。

所谓实证分析, 也就是唯物主义的客观分析, 其具体操作要求是遵循当代社会科学的方

法, 系统观察研究对象, 清楚交代观察和分析的具体操作过程, 使得研究的成果和得到此结

果的操作方法都付诸其他学者的评判。对于考察传播媒介与文化的关系来说, 坚持走这种实

证研究的路尤其重要。传媒和文化都是意识形态发达的领域, 如果我们不小心, 就可能将二

者的关系简化成价值观念的评判、道德的评价, 或意识形态的争斗, 并有可能在缺乏系统的

实证观察基础上, 实行或 �全盘西化� 或 �文化保护� 式的媒介和文化霸权主义政策。因
此, 系统研究媒介与文化之关系是亟待开展的工程。

自然, 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很难做, 需要很长时间, 只有经过几个精心设计的大型研究项

目, 辅以多个较小的研究项目, 才可能初步积累成果。我们在此只是报告了两个范围极有限

的问卷调查。要真正对传媒与价值观念的关系有比较系统的理论认识, 我们还需要三个方面

的实证资料: ( 1) 对传媒内容做系统的内容分析; ( 2) 由于这样的内容分析需要对各个层次

的媒介和各种内容做出有效的选样, 我们必须对媒介的整体结构和内容的整体结构有一个全

面的分析; ( 3) 受众调查必须有时间的向面, 也就是说需要采用纵贯型的研究设计, [ 29]

搜集长时间的观察资料, 以便实证地确定传媒内容接触与价值观之间的因果关系走向, 同时

显示文化的变迁轨迹。

如此来看, 我们这篇论文的价值更多地在于提出了研究问题, 建议了研究途径, 而较少

地在于我们发现了多少实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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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某些特定的参数是否存在方面的不同, 因此可以当做一个模型家族来看待。关于这方面的统计
原理和步骤, 见 Karl G1 Joreskog, Statist ical analysis of sets of cogeneric tests, Psychometr ika 36 ,
109- 133; 前引 Dag Sorbom & Karl G1 Joreskog ( 1981) ; Jeffr ey S1 Tanaka & G1 J1 Huba, Confirma-
tory hierarchical facto r analyses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measur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
chology 46 , 621- 6351

[ 29] 即 long itudin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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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On M cL uhan. s Com munication T heory
Chen Weixing

Inher ited in Harold Innis, McLuhan. s communication theory takes its departure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civ ilization. In
Mcluhan. s opinion, the latter is more impor tant than the former. So he probes the
psychological and ecological nature of communication media,  and sets forth the dif-
ferentiation of 0hot0 and 0cool0 media which sounds logical but misleading. A Media
-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t. On Social- cultural development, McLuhan ignores of
communication cannot but occur w ithin the contex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a society
and the related social environment.

38   Af ter Content Enriched in M ass M edia
) A Exper ienced Study of Relationship betw een Mass Media and Value System
Pan Zhongdang

Dur ing the reforms, Chinese media content is being increasingly diversif ied, so are
the expressions of culture. T his paper raises one centr al question: What is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s in media content and in culture? To address this ques-
tion empiricall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entr al component of culture: values. It
presents evidence from two sample survey conducted in 1987 and 1995 respectively
to show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media content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different
kinds of values. These two studies also show that not only increasing diversity in me-
dia content is accompanied with increasing diversity in values, but also the research
focus on values is a historical choice that varies according to the key concerns of a his-
torical per iod. Through these two stud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an
empirical approach to studying media and cultur al changes.

52   T he Ontology of New s
Rui Bifeng

The author tried to discr iminate the difference of viewpoints about ontology of news.
The viewpoint of author is based on follow ing ideas: There is no news separated
from human society ; the essence of news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practice of human
society; news is fact itself . News belongs to social category instead of social con-
sciousness category.

65   A A abelha da China: First Foreign L anguage. s Newspap er
in Modern China
 ) ) ) I ts method of New s Gather ing and Release
Cheng Manli

Founded in Macao in 1822, this Portuguese newspaper supplied its own information
demand through the means of postage or inland and ocean voyage route. But it is still
one known lit tle by researchers of Chinese journalism history because of the language
barrier. In the article,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content, especially the vessel traff ic,


